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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税收授权立法      

2013年我国“两会”期间，由赵冬苓等32位

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议案

一石激起千层浪，因媒体与社会的关注而被称为

2013年全国人大的“第一议案”。其实，在税法学

界这并非什么新鲜话题，毋宁说是一个呼吁很久、

老生常谈的问题。说得专业一点，是税收法定主

义；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征税须经人民同意，“无

代表不纳税”。遗憾的是，此问题在中国一直未获

足够正视与妥善解决。德国因曾经历授权立法的

惨痛教训进而在宪法中明定授权立法要求,趁此人

大议案的“春风”，本文拟对德国税收授权立法的

学理与实务做一简要梳理，以供专业人士和决策

部门参考。

一、授权立法与国会保留

（一) 授权立法的必然与必要

德国无论是学界还是司法实务，对于授权立

法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均持肯定态度。我国台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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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为了回应“税收立法权收归人大”议

案，本文对德国比较成熟的税收授权立法制度

从学理与实务两方面进行了梳理。指出德国学

界和判例均肯定授权立法的必然与必要，但真

正应当关注的是法治国原则与民主原则对授权

立法同时提出的“授权明确性”要求，以及德国

司法因之所积累发展的“明确性”审查标准。面

对“税收授权立法”，依民主原则所导出之税收

领域必须坚持重要税收构成要件要素实行国会

保留，且不得转授。

关键词：授权立法  授权明确性  授权监督

权”、“平等权”、“营业自由权”等基本权利，

即使没有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转化为具体

之法律条款，亦具有拘束税务机关与人民法

院的法律效力。此为当今时代“税收法律主义

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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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ax Principle of Leg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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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seems that tax legislative power in China

had not been an exclusive power by NPC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according to several Constitutions

of China since 1949 and legislative practice of tax until

1992. The Enabling Decision by NPC in 1985 was not to

authorize State Council to exercise the tax legislative

power. Tax principle of legality had been established to

a certain extent based on the Article 3 of the Tax

Administration Law of China.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taxation by law, it is necessary to reinterpret

tax principle of legality in new age and make it have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 of keeping in step with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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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一

      之学理与实务

者许宗力考查后总结，国会之所以以授权方式将

部分法规制定权转移给行政机关行使，主要基于

以下四方面的考虑：“首先，国会议员囿于专业知

识之欠缺，对于某些较具专业性、技术性问题之

认识，不若行政机关透澈与熟悉；其次，基于时

间因素之考虑，通常国会仅于法律中做原则性之

规定，至于枝节性、细节性之问题则委诸行政机

关订定；再者，行政命令之订定不若法律制定须

经三读程序般之繁复，较能争取时效，俾对变迁

不已之社会生活环境做迅速之反应或适应；最

后，行政机关较立法者更熟悉地方上之特殊需

要，授权行政机关以命令因应之较能收因地制宜

之效。”① 也即，授权立法“具有减轻立法机关之

立法负担，补充立法机关之行政专业经验不足，

以及补救立法机关立法决议缓不济急的功能”。②

显然，立法机关议事规则的优点也是它的不足，

而行政机关在公开民主方面的欠缺，却也是其灵

活高效因应变化之处。正是为了弥补立法机关之

不足，发挥行政机关之经验与效能，两相互补，回

应现实的立法需求。

那么，授权立法是否背离法治国原则？德国

学者认为，“立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在具体的要

件下得为立法，并不违反德国基本法意义下之法

治国家原则。由行政机关立法固然与狭义了解之

权力区分原则不符，但基本法并非以权力区分之

僵硬的概念为其规范之基础。从基本法第80条可

知，基本法在该条所定情形，明文准许行政机关

立法，从而偏离狭义之权力区分原则尤其宪法上

的效力。制宪者并不受限于一个法治国家之固定

的内容，而仍可赋予对制宪者来说，其认为法治

国家当有之内容。对于权力区分之例外，不一定

破坏法治国家原则。” ③ 显然，德国学理并不认为

授权立法违背了法治国原则。

（二) 税收授权立法与国会保留

授权立法尽管仍在法律保留原则的框架内，

但却与国会保留相抵触。所谓法律保留是指行

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实施

相应的行为，其中的法律可以是国会亲自制定

的，也可以是国会授权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性

命令。而国会保留（又称议会保留或立法保留）

强调特定事务绝对需要正式法律的规定，是一

种更为严格的法律保留。④“对人民之自由、财

产的干预行为之规范依据，在现代民主法治国

家，于法律保留之上，有时进一步要求国会保

留。特别是禁止立法机关概括授权行政机关制

定法规性命令，取代形式意义之法律作为干预

人民自由或财产的依据。此种要求主要表现在

刑法及税法。”⑤

对于税收领域应坚持国会保留的基本原则，

Kruse认为，在宪政发展史上，已逐渐承认税捐的

课征，应经人民代表的同意，此即议会对课征税捐

的同意权，而只有法律及地方自治规章，始有国民

选举的代表之参与。其次，在税法中是否应对某一

生活事实课税，并无“事务法则”可资依循。而税

捐的课征在国民与国家间既有重大利益之冲突，

又无事务法则可判断曲直，则其正当性只有诉诸

于国民的“同意”，这在现代民主国家自然表现为

① 许宗力《论国会对行政命令之监督》，《台大法学论丛》第17卷第2期（1988年6月）。

② 黄茂荣《税法总论：法学方法与现代税法》（第一册增订3版），植根法学丛书2012年版。

③ 联邦德国基本法第80条共4项，第1项规定，“联邦政府、联邦阁员或邦政府，得根据法律发布命令(Rechtsverordnungen)。此项授权之内

容、目的及范围，应以法律规定之。所发命令，应引证法律根据。如法律规定授权得再移转，授权之移转需要以命令为之。”第2项，

“除联邦法律另有规定外，联邦政府或部长关于利用联邦邮政与电讯设施之原则与费用、利用联邦铁路设施之费用之征收原则及关于铁路

之建设与经营等，所发布之命令，以及根据联邦法律所发布之命令，而该法律需经联邦参议院之同意，或该法律为各邦受联邦之委托而

执行，或其执行属各邦本身之职务者，应经联邦参议院之同意。”第3项，“联邦参议院对于需经其同意之命令，有提案权。”第4项，“邦

政府基于联邦法律之授权而得发布命令者，各邦亦得基于法律颁布邦法规。” Maunz/Duerig, Grundgesetz, Loseblattkommentar, Stand: Lieferung

1-28, 1990, Art. 80 Rn.1，转引自黄茂荣《税法总论：法学方法与现代税法》（第一册增订3版），植根法学丛书2012年版。

④ [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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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保留”。①

Brinkmann认为，税捐课征应坚持国会保留的最

主要依据是国会保留的民主价值与功能。因为立

法程序具有经由论辩、公开、协商、斡旋、妥协而

理性地达到协议的意义，以此为基础，国会能够权

衡不同的、有时甚至是互相冲突的利益，并在公开

的意思形成过程中，决定宪法未予规定的共同生

活上有关的问题，国会中仔细的讨论及其决议的

程序，比行政机关依授权所颁之法令具有更大的

规范价值。此外，因“谁来同意、便不会不义于谁”，

故由人民自己或其代表来决定税捐义务，在难以

辨明税捐的课征是否属于公权力的恣意时，最能

弥补该判断上的差异或出入。②

总体而言，德国税法学者倾向于认为“重要的

税捐构成要件要素（税捐主体、税捐客体、税基与

税率）应以形式意义之法律定之。该税捐法学之传

统见解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于基本法第20条，

依重要性说所做之判决相符”。③ 但另一方面，多数

学者也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为使税捐具有政策上

的应变能力，也需适当允许税收领域授权立法的

存在。所以，现在的德国学说与实务，不在于一般

地肯定或否定税收授权立法，而是区别情况，关注

在哪些情形应坚持国会保留，哪些情形允许授权

立法。在允许授权立法的情况下，进一步关注如何

严格规范授权与监督行政立法，以避免国会立法

权旁落；同时现代政党常常兼控行政与立法以及

议会工作，在繁重的双重影响下，如何避免法律保

留流于形式。

二、授权明确性要求

（一) 授权明确性要求的法理依据④

德国宪法对授权立法的严格规范是经由惨痛的

历史教训换来的。德国魏玛时代，国会曾概括授权

内阁（政府）得以行政命令方式在财政、经济与社

会领域采取一切它认为必要且紧迫的措施，仅以

不得抵触宪法为惟一限制。之后由国社党控制下

的国会变本加厉，于1933年制定所谓“人民及国

家紧急解救法”，不仅概括授权内阁订定抵触宪法

条文的行政命令，更进一步为该命令冠以法律的称

呼，使法律与命令两者间的界限消失，最后造成希

特勒独裁、魏玛宪政沦亡的悲剧，基于此惨痛教训，

战后的西德对行政命令的订定立下层层防范措施，

不仅于基本法第80条第1项第一句要求行政命令的

订定在形式上要有法律的授权，同条项第二句更从

授权规定的实质内容入手，要求授权母法的授权规

定本身必须明确规定此项授权的内容、目的与范

围，若授权规定本身过于笼统，未能符合此项授权

明确性之要求，则不仅该授权母法本身违宪、无效，

根据该授权母法所订定的行政命令也因失其授权依

托而归于无效。该设计具有双重功效，在立法者方

面，禁止国会以空白、概括授权方式逃避自己的立

法责任；在行政权方面，避免行政权藉概括授权之

便僭越立法者地位以命令代替法律。

根据许宗力对德国学说与司法实务的考查，授

权明确性在宪法上的法理依据有二：一是法治国

原则，二是民主原则。其中，法治国原则又细分为

权力分立原则和法的安定性两依据。权力分立原

则被视为法治国原则的组织与形式要素，德国宪

法法院早在“行政区域调整判决”中指出，从基本

法第80条第1项第一句可知，制宪者所决定的是

一种严格的权力分立制度，一方面，国会不得未定

明确界限即转移部分立法权于行政机关以脱免其

身为立法者所应尽的责任，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也

不得根据此种不明确的授权订定命令以取代国会

的地位。授权明确性要求可以说是权力分立原则

为防止名存实亡所设的最后一道防线。

法安定性是宪法授权明确性要求的另一依据。

法治国原则中的法律保留原则并非仅止于泛泛要

求行政机关的负担处分要有法律的授权而已，它

所要求的是一种有限制、明确规定的授权，以便在

尽可能范围内使公权力对人民权利的干预可以预

测。法律保留原则与授权明确性要求其实是“二而

一”的同样一个问题。因法律保留原则本来就不禁

止立法者就某些法律保留范围内的事项不自行规

① Kruse, Steuerrecht, I., Allgemeiner Teil, 3. Aufl. 1973, S. 39f.，转引自黄茂荣《税法总论：法学方法与现代税法》（第一册增订3版），植根法学

丛书2012年版。

② Brinkmann, aaO. (Fn. 70), S. 116f.，转引自黄茂荣《税法总论：法学方法与现代税法》（第一册增订3版），植根法学丛书2012年版。

③ Lang in: Tipke/Lang, aaO. (Fn.10), ¤5 Rz. 6.

④ 许宗力《行政命令授权明确性问题之研究》，《台大法学论丛》第19卷第2期（199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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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授权行政机关颁行命令，但作为授权者的立

法机关无论如何至少仍负有指导、影响命令内容

之形成的责任，绝不能不稍作指示即放任被授权

的行政机关海阔天空行事。

民主原则更是授权明确性要求的法理依据。其

一，国会比政府具有更直接的民主正当性；其二，

国会议事必须遵守公开、直接、言辞辩论与多数决

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使在国会居少数的反对党与

其他社会上的利益团体得以有机会影响国会决定

的做成，也可以确保分歧、冲突的不同利益获得最

佳、最合乎正义的平衡；反之，行政机关因其不公

开、不辩论、不表决的作业程序就难以达成相同的

效果。正因为国会拥有这两项行政机关不具备的

特征，所以不难理解哪些问题得由行政机关完全

自主决定，哪些问题必须在立法者的参与、指示下

始能做决定，在民主原则面前是绝对有其特殊意

义的，而督促立法者参与决定、履行其对行政机关

的指示、影响义务，也正是授权明确性要求目的之

所在。显然，非仅国会保留基于民主原则，授权立

法同样不能脱免民主原则的考量，两者的区别仅

在于程度不同而已。这也说明，一国宪法纵然无授

权明确性要求的明文规定，从民主原则依旧可能

推演出相同的要求。

（二) 授权明确性的审查标准①

战后联邦德国首次在基本法第80条第1项第

二句明确要求授权母法必须明定授权之内容、目

的与范围，也即通称的授权三要素。这在宪法史上

可谓划时代的尝试。虽然授权条款是否符合明确

性要求，并无固定标准可循，只能逐案审查决定，

但从德国宪法法院几十年来积累发展的多项值得

参考的审查标准来看，我们仍然可以总结出若干

主要的原则与细则。

所谓授权明确性的审查标准，即授权条款的规

定在具备何种要件下始得视为授权内容、目的与

范围已臻明确，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公式：

一是可预见性公式。授权条款的规定必须明确

到足以令人预见行政机关将于何种场合、循何方

向行使授权以及根据授权所订定命令可能具备的

内容。后来的判决则指出，授权条款的规定必须达

到使人民直接从授权本身，而非从根据授权所订

定的命令，即可预见国家对人民所要求作为或不

作为内容的明确程度。

二是自行决定公式。国会不得未定明确界限

即转移部分立法权给行政机关以脱免其身为立法

机关的责任。立法者必须自行决定哪些特定问题

应由行政机关以命令规范，自行确定命令所应遵

守的界限，并指明命令所应追求的目标，换言之，

法律自己必须针对特定问题已经有所思、有所图。

三是方针公式。法律必须明白指出，或至少足

以令人从其规定推论出立法者所要求行政机关达

成的方针。晚期的判决则要求立法者至少应授权

母法自行规定“最低限度的实质规范内容”，以作

为行政机关之方针与准则。

需要强调的是，授权明确要求的审查标准并非

一成不变，一般而言，授权事项若涉及人民基本权

利的干预，如税法的规定与对空白刑罚法规的填

补，应适用较严格的审查标准；反之，授权事项若

对人民有利，如免税与宽减额的规定，或涉及多样

性繁琐的事实或有迅速适应经济情势变更之必要

的事实关系，则授权明确性之审查即无妨放宽。后

期的判决则将审查标准的从严或从宽，套上“重要

性理论”来说明，主张授权事项若对人民的基本权

利侵害越强，授权明确性的要求标准就越高；反

之，若侵害越弱，要求标准就越低。此外，立法者

纵然使用概括、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描述授权的内

容、目的与范围，并不必然违反授权明确性要求；

立法者的授权纵有“同意权之保留”条款，仍不因

此就可脱免授权规定应该明确的责任；类似“本法

施行细则由××机关定之”的授权规定方式原则

上无法通过授权明确要求的审查，至少授权母法

中的哪些个别条文有订定施行细则的必要，立法

者必须有所表示。

当然，联邦德国宪法法院在税法领域并不排

斥给予法规性命令之制订者一些形成自由

（BverfGE31,145[176]）。例如德国1936年营业税法

第4条第1款规定，在依该法第1条应课4%营业

税的销售中，属于进口德国产制上必须的原物

料，且该原物料为国内没有生产，或不能充分生产

供应者，免税。在该法中授权联邦政府指定这些产

品的名称。当时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认为该授权依

① 许宗力《行政命令授权明确性问题之研究》，《台大法学论丛》第19卷第2期（199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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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容、目的及范围已充分并肯定联邦政府在法

律所定的范围内，可视随时快速变化的目的性的

考量，为经济政策上的裁量决定（ BverfGE31,145

[176]）。德国学者认为，这与课以税捐义务有所不

同，免税规定除了带有税捐法的外观外，实质上还

兼具有经济法的意义。①

除了上述原则公式外，还有如下审查细则：若

根据一般的法律解释原则可以从法律推知究竟哪些

问题应由行政机关以命令规定，授权“内容”即可

认定明确；法律若表明，或依一般法律解释原则可

从法律推知立法者所要求行政机关达成的目标或方

针，即可认定授权“目的”之规定已臻明确；法律

若表明行政机关行使授权所应遵守的界限或该界限

可清楚从法律推知，授权范围即可认定已臻明确。

三、国会对授权立法之监督 ②

对授权立法的监督包括国会监督与司法监督。

司法监督主要是法院通过审查授权明确性以及授

权立法有无越权来监督授权母法与依授权制定的

法规命令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前文已论及，此处主

要讨论国会监督的几种模式。

德国并无用以统一规范国会对所有行政命令的

监督方式的法律存在，而是任由立法者自行于个

别授权母法中依个案需要设计不同的监督方式。

历年来所采监督模式大致有四，依控制效力之强

弱依序为：同意权的保留、废弃请求权的保留、国

会听证权的保留、单纯的送置义务。

同意权保留是控制效力最强的一种监督模式，

即立法者于授权母法中要求行政机关依授权所订

定的行政命令先送置国会，待国会同意后始得公

布或生效。当然，国会通常也于授权母法中自设期

限，如期限届至国会未就同意与否决议，即视为同

意。国会对送审的行政命令也可为“部分同意”，若

然，行政机关则仅能就同意部分之命令予以公布。

不过，这仅适用于命令规范的结构与内容“可分”

的情形。国会也可为“附条件的同意”，即对行政

机关设置的命令草案予以拒绝，但行政机关若依

国会的意思修正命令，即视为同意。同意权保留性

质上是一种“预防监督”，亦可称为国会对命令内

容的“事前协力”。此种监督模式意在藉延迟命令

生效以确保其监控权，因此在现实环境急迫需要

命令以资适用时不适宜。

废弃请求权保留是立法者于授权母法中规定，

国会保留嗣后请求行政机关废弃命令之权。此种

监督模式性质上属“镇压监督”，亦可称为国会对

命令内容的“事后协力”。国会一般也在授权母法

中自订期限，期限届至后请求权消灭。

国会听证权保留是指非先经国会听证之程序

不得公布。此监督模式目的有二，一是藉延迟命

令的生效使国会保有事先对命令草案加以审查并

表示意见的权力；二是使行政机关因而有事先知

悉，并适应、配合国会意思的机会，可减少命令

因违反母法而嗣后遭废弃的情况发生。国会听证

权保留也属“预防监督”性质，属国会对命令内

容的“事前协力”。不过，国会于听证程序所表示

的意见仅具建议性质，若行政机关坚持己见，不

配合修正，命令依然于公布后生效，国会仅能嗣

后以单纯决议或藉质询权行使对行政部门施加压

力，或者以具法律拘束效力但较为繁复的立法决

议方式废止授权或直接变更命令的内容。

单纯送置义务是所有监督模式中控制效力最弱

的一种。立法者在授权母法中规定，行政机关有义

务将依本授权法的授权所订定的行政命令送置国会

审查，至于先公布后送置，或以送置为命令的生效

要件，由立法者自己决定。就行政机关负有送置上

的法律义务而言，此监督模式与废弃请求权的保留

相同，但此处之授权母法对于违法命令的措施没有

明定。若国会审查发现命令违法，而以单纯决议通

知行政机关变更或废弃，该决议将因缺乏法律依据

而对行政机关不产生法律拘束效力。当然，立法者

也可以立法决议方式废止授权或直接变更命令的内

容，只是决议须经三读通过，程序繁复。

需要明辨的是，命令并不因事前经国会同意或

听证而跃升至法律的地位，其命令之性质仍保持

不变。其次，命令不因事前经国会同意或听证即表

示不会出现违法的瑕疵，已经生效的违法命令也

不因经国会之事后审查且未遭废弃即表示该违法

之瑕疵已经“治愈”，也就是，司法机关仍可以行

① Hey in: Tipke/Lang, aao.(Fn.10),¤19，转引自黄茂荣《税法总论：法学方法与现代税法》（第一册增订3版），植根法学丛书2012年版。

② 许宗力《论国会对行政命令之监督》，《台大法学论丛》第17卷第2期（198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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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令违法审查权，并不因命令内容事前事后曾

经国会之“协力”而受到影响。

四、启  示

从德国学理与实务对税收授权立法所持谨慎

肯定而严格监督的态度可以得出，单纯否定或单

纯肯定税收领域的授权立法均非负责任也非符合

现实的理性选择。中国当前的问题并非简单收回

或撤销1985年“概括授权”的问题，而是立足现

实，面向未来，仔细研讨如何落实授权明确性要

求，以及如何监督授权及授权立法的问题。

启示一：税收领域的授权立法，应该有所为，

有所不为。其中，明确“有所不为”是当务之急，

最好能在修宪时明定税收法定主义—重要的税

收构成要素（税收主体、客体、税基及税率）必须

以形式意义的法律规定。暂时不能修宪之前，严

格解释我国《立法法》第九条允许授权立法的“部

分事项”，仅限于重要税收构成要素之外的事项。

即便此“部分事项”也须经受比例原则之考查（是

否必须、是否合目的性及是否成比例）。

启示二：授权监督并非仅是对授权立法的监

督，也包括对授权母法的监督，也即授权立法的

浮滥，立法者自身不能脱免其责。通过授权明确

性要求从源头监控授权立法，防止立法机关怠于

行使职责而随意授权、概括授权。这一点，在我国

尚有待立法机关组织与议事规则的改革，立法者

自身也需要有所担当，努力自强。

启示三：立法机关除了明确授权以防立法权

旁落之外，还得通过“事前协力”与“事后协力”

加强对授权立法质量的监控。可根据委任事项的

重要性由强至弱选择同意权保留、撤销权保留、

听证权保留或单纯的送置义务。《立法法》第八百

零八条第7项对撤销权已有规定，对备案也有所

要求，税收领域因涉及人民基本权利，可以广泛

采用同意权保留，对于需要赋予行政机关较大灵

活应变空间的事项则可适用温和的听证权。

启示四：德国授权立法之所以能在法治框架

内有效运转，一个重要的保障是司法违宪审查及

违法审查。在司法体制改革尚难一蹴而就的情况

下，不妨借用立法机关内部各委员会的专业力量

予以先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汇报，由立法机关

采取相应措施纠正。对于授权本身的违宪监督，

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可能的方案是设立专门的

宪法委员会或立法审查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

以及授权违宪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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